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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工业企业“官督”行为是影响企业治理的重要因素。晚清政府通过对企业

经营项目审批权 、人事任免权和账目稽查权的控制 ,对近代企业治理施加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政府在为近代企业发展提供多种政策便利的同时 ,也造成企业产权关系模糊和法人地位的丧失 ,

因而不仅影响了近代企业治理成效 ,也要为中国失去早期工业化的宝贵时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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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早期工业企业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一直是与官方保持着密切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 ,尤其在

甲午战争前 ,近代企业基本上是在官方的倡导和约束下运行的 。有资料显示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1903年 ,以官督商办形式先后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已有 40余家 ,主要集中在矿业 、航运 、金融保险等行

业 ,其中尤以煤炭和金属采掘业最为集中
[ 1]
(第 33 页)。如果从产权关系和组织制度两方面对近代早期

工业企业进行考察 ,不难发现 ,其治理成效往往首先受制于“官督”及其在企业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方式。

一 、“官督”在近代早期工业企业中的表现方式

“官督”主要是强调官方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作为方式与手段。实际上 ,近代早期工业企业从官办

到商办 ,不管是那种形式的企业都离不开官方的影响 ,即使像张骞这样一个最具私人经营性质的商人 ,

他在开办大生纱厂时 ,同样要征得张之洞与刘坤一这样的洋务官员的批准和资助。对清政府而言 ,强调

企业经营活动中“官督”的影响 ,其基本考虑无非有二:一是强调企业经营活动要全部置于官方的保护 、

扶持和监督控制之下 ,即“由官总其大纲 ,察其利病” ;二是强调企业经营活动不是由官直接操办 ,而是由

官方认可的商人出面 ,募集社会资本经营 ,同时 , “所有盈亏 ,全归商任 ,于官无涉”[ 2](第 40 页)。可以说 ,

在近代工业企业经营活动中强调“官督”形式 ,既是清政府“一厢情愿”的发展工业思想 ,也是在当时复杂

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下 ,官与商之间在兴办企业问题上达成的一种暂时的妥协和相对利益上的均衡 。

毫无疑问 , “官督”在近代企业组织中最充分的表现形式是近代官督商办企业。在这些企业中 ,官方

对企业的督查与控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首先 ,官方严格控制和掌握企业经营项目的审批权 。从勘察规划 、组织章程到经营过程中的重大事

项变更等事关企业经营方向的基本内容都必须事先征得主政官员的同意。在开平煤矿 , “所有开工办事

章程 ,先由直督认可 ,然后施行 ,其尤关重要者 ,须经直督奏准 ,方能举办” [ 3](第 339 页)。汉阳铁厂招商

承办时期规定:“用人理财 、筹划布置……及应办一切事宜 ,悉照轮船 、电报公司章程 ,遵照湖广总督札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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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督办一手经理 ,酌量妥办。”[ 4](第 11 页)可见 ,近代早期工业企业经营决策权不是操于股东之手 ,而

是受制于朝廷要员 ,企业经营大权往往就落于集“官 、绅 、商”于一体的少数官僚手中 。

其次 ,官方拥有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控制与任免权。近代早期许多工业企业实行的是“总办负责

制” , “总办”以下设有“会办” 、“帮办”等职 ,如唐廷枢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期间 ,徐润一直是招商局的

“会办” ,朱其昂 、盛宣怀 、郑观应等也先后被任命为招商局“会办”或“帮办” 。至 20 世纪初 ,许多企业开

始实行“督办制” ,“督办”之下 ,设有“总办”和“总稽查” ,如 1885年轮船招商局改组后 ,盛宣怀出任“督

办”一职。尽管企业内职务的设立名目繁多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那就是企业内部所有高层的任免都“系

听(督办)调度” ,而招商局从 1872年至 1911年 ,先后 19任总办 、督办 ,无一不是由北洋大臣“札委” ,或

由邮传部“部派” 。正如当时的《北京官报》所言 , “督办 、会办乃至代表股东的商董 ,皆需由李鸿章授职 ,

因而实际的取舍人还是李鸿章”[ 5](第 155 页)。

第三 ,官方拥有对企业经营账目的审计稽查权 。账目是企业全部经济往来活动的凭证和记录 。因

为账目对企业的特殊重要性和敏感性 ,起初洋务官员对企业的账目稽查也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李鸿章曾

专折上奏朝廷说 ,如随意调薄清查 ,必定会“滋生摇惑 ,生意难以招徕 ,且洋商嫉忌方深 ,更必乘机倾挤 ,

冀遂其把持专利之谋 ,殊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 。尽管如此 , 官方对企业的账目稽查仍然屡见不鲜。

1885年 ,马建忠奉命对轮船招商局进行调查 ,其中就认为招商局“帐目之弊 ,失之太深 ,不外四注 ,有帐

无实 ,而每年结帐又徒务虚名 ,究难取信”
[ 6]
(第 125-126 页)。1899 年 ,清朝大臣徐桐在一份要求对轮船

招商局 、电报局和开平矿务局“彻查”的奏折中要求政府责成各企业 , “迅将经营各项近年收支数目 ,亦限

三个月分折开具清单 ,酌定余利归公章程 ,专案奏明请旨定夺”[ 7](第 7 页)。这样 ,政府通过运用这些权

力 ,牢牢地掌握了对近代早期工业企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

二 、“官督”在近代早期工业企业治理中的“正效应”作用

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目标为取向的社会组织 ,在其内部它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契约

关系的组合与连接 ,在其外部它受政策 、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不断进行自我调节。因此 ,企业治理

的水平和成效就基本上受制于企业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官督”对企业而言是一种由外部向内部转化

的影响因素 ,且这种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在近代早期工业企业兴办过程中 ,当时整个社会正处于“民贫于下 ,财绌上”的艰难时期 ,同时 ,世界

范围的工业化发展趋势和压力日益明显 ,政府不得不顺应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潮流 ,加快自强鼎新的步

伐 ,并借助自身的影响力 ,支持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工业企业的发展 ,达到“用官以助商力之不逮”[ 8](第
590 页)的效果。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官方在企业治理中发挥“正效应”的作用 。这种“正效应”作用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官方通过对企业人事任免权的控制 ,及时发现和任用了一批经营管理人才 。

近代早期工业企业中 ,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都是十分匮乏的 ,真正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几乎等于

零 ,而且早期企业的管理带有十分浓厚的行帮观念 ,从而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和制度创新。为了尽快

扭转这一局面 ,晚清政府加大了人才的选用培养力度 ,一方面先后选派 8批官费留学生累计 209人分赴

欧美深造 ,其中有 23名攻读矿冶 、机器和工艺技术等专业[ 9]
(第 87 页)。另一方面 ,政府在国内建立了一

批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厂之初 ,就拨出专款开设了矿学化学堂和化学学堂 ,并说

“查开矿炼铁 ,必须讲求矿学化学。外洋矿师薪工太厚 ,势难多雇。必须自设学堂 ,练习人才 ,以备将来

鄂厂及各省之用”
[ 10]

(第 18页)。盛宣怀主政铁厂之后 ,深感企业“必有学通中西 、虑周识远之士 ,始足以

赞画机宜;必有开敏精练 、操履谨严之才 ,始足以委以庶务” 。以此为标准 ,他与王文韶 、张之洞连衔奏保

梁启超 、郑孝胥等“博通今古”“学识清超”之士 ,请准调铁路总公司任用 。同时 ,政府还向英美法德日等

国聘请了大量的教习 ,其中 1905年至 1906年就已有五 、六百人之多[ 11](第 382 页)。正是在官方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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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很快脱颖而出 ,像李鸿章幕府里的盛宣怀 、李金镛及后来的唐廷枢 、徐润等都

成了晚清著名的企业家。

第二 ,官方通过对企业账目的稽查 ,及时发现了企业中的舞弊行为 ,惩治了一批腐败人员 ,从而有助

于提高企业治理的成效。洋务官员李鸿章 、左宗棠 、张之洞等都重视对企业领导人中腐败行为的查处。

如徐润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期间 ,因挪用公款事发 ,被勒令退赔并予开除 ,以至于“家业荡然 ,生机尽

矣” 。郑观应因挪用上海机器织布局公款事发 ,其命运和徐润一样 ,到后来连日常生活都需要别人接济。

第三 ,官方通过运用多种优惠政策 ,使近代早期与官有密切联系的工业企业在经营上得到比外资工

业企业和纯粹民办企业更多的经营特权和便利 ,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创业成本” ,提高了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晚清政府实行的专利制度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上海机器织布局于 1882年便获得李鸿章奏

准“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 ,不准另行设局”[ 12](第 1051 页)的经营特权。此后 ,包括专利权在内的

许多经营特权 ,也施诸于众多官督商办企业。如招商局从创办之初开始 ,李鸿章就一直强调“事体重大 ,

有裨国计民生 ,故须官为扶持 ,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13](第 35 页)。有统计 ,招商局自创办之后

10余年间 ,从清政府获得一二百万两的低息贷款[ 14](第 161 页)。同时 ,招商局还被给予 50年设局专利

权 、加拨漕粮 、半税权优惠政策等 ,这些都是官方为其经营治理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 , “成为商局命脉所

系” 。

三 、“官督”在近代早期工业企业治理中的“负效应”作用

出于多种需要和考虑 ,在近代早期工业企业的兴办过程中 ,政府为企业提供了许多带有明显中国特

色的政策便利 ,而企业则完全像是被政府抱着长大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 ,天生就是畸

形的 。如果从“官督”对企业治理的“负效应”因素考察 ,这样的结论是很容易得出的 。

首先 ,“官督”进一步模糊了企业产权关系 ,使近代企业治理结构更加混乱 ,企业法人地位得不到确认。

产权是围绕财产问题而形成的经济权利关系 ,包括主体的责任 、权力和利益 。产权关系决定企业的

生产目的和经济地位 。在“官督”的总体框架下 ,近代早期工业企业活动整体上受制于政治权力的制约 ,

企业的决策权难以操于真正关心企业命运的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之手 。于是 , “商民虽经入股 ,不啻途

人 ,即年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 。而局费之当裁与否 ,司事之当用与否 ,皆不能过问”[ 15](第 6 页)。以

招商局为例 ,唐廷枢于 1873年至 1884年 ,就一直以官员和经理双重身份主政招商局 ,他首先是李鸿章

推荐由朝廷下令任职的“总办” ;同时又是股东代表 ,这样就成为集“官派经理”和“买办商人”于一身的大

股东 。其后 ,盛宣怀担任招商局“督办”时 ,同时也是天津海关道“道台” 。在这种情况下 ,标志企业基本

产权特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难以区分 ,企业经营乃至利润分配受到官方干预也就不可避免。像 1885

年 ,李鸿章就曾擅自以招商局款 10万两附入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股份;1896年 ,清政府提招商局余利 20

万两 、公积 60万两充作通商银行股本
[ 16]

(第 22 页),至于官方要求的各种名目的“报效” ,更是企业经常

性的财务负担 ,而企业自己应当拥有的财产处置让渡权反倒变得不独立 、不完全和不重要了。

实行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制度 ,是工业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的基本形式和内容。股东会应是

企业中最高权力机构 。然而许多近代早期工业企业并不重视发挥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作用。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在于商股们认为总办 、会办等企业要职皆系官方委任 ,故“有所怀疑畏惮而不敢尽其辞”
[ 17]

。

更为严重的是 ,当官方成为企业的全权代理人后 ,企业的法人地位进一步丧失 ,以至于 1914年《公司条

例》颁布以前政府颁行的所有企业法规都避而不谈“企业法人”问题 ,诚如郑观应所言 ,近代中国企业“尚

无商律 ,亦无宪法 ,专制之下 ,各股东无如之何”
[ 18]

(第 4 页)。没有法人地位的企业便常常处于一种不可

名状的威胁之中 。

其次 ,官方通过其掌握的对企业督查控制的权力 ,加剧了政府官员在企业中恣意安插亲信和营私舞

弊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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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权关系模糊 ,大小官僚为了最大限度获取自身利益 ,往往把企业经营权交给“内部人控制” ,

这必然导致“积弊多端”。汉冶萍公司在汉阳 、大冶 、萍乡三处职员“统计不下千二百人 ,大半为盛宣怀之

厮养 ,及其妾之兄弟 ,全以营私舞弊为能” 。而汉阳铁厂每逢督办到厂 , “全厂必悬灯结彩 ,陈设一新 ,厂

员翎顶衣冠脚靴手本 ,站班迎迓 ,酒席赏耗之费 ,每次至二三百元之多 ,居然列入公司账目”
[ 19]

(第 474

页)。企业内部官权重 ,官气盛可见一斑。1907年 ,朝廷官员瑞澄在奉命对轮船招商局彻查后认为 ,盛

宣怀“前充招商局督办 ,用局款购置上海地产 ,弊端百出 ,有用`本局' 及`总办' 出名者……皆盛一人经

手 ,价涨视为己业 ,价落拨归公产”[ 20](第 64 页),盛宣怀正是这样利用手中职权不断扩大自己拥有的企

业股权份额 ,据当时美国驻天津领事估计 ,盛宣怀每年至少有 20万两的额外收入 ,到 1897年 ,他已拥有

招商局 27.5%的股份[ 21](第 221 页),成为招商局最大的股东 。

最后 ,“官督”模糊了官与商各自不同的管理职能 ,加深了官商之间的隔阂和矛盾 ,最终阻碍的不仅

是近代工业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 ,而且影响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 。

尽管官方不断强调“官督”在企业治理中的意义全在“扶助”“扶持”和“保护”上 ,也确实为企业提供

了一些资金和政策上的便利 ,但是毕竟官商各自追求的利益目标相去甚远 ,企业经营者希求的是“官助

招商” ,官员心中只想“招商助官” ,像张之洞在筹划江南铁路时就表明了他“不甘让利于商 ,更不肯让权

于商”的真实意图。他承认“鄙意本拟全归官办 ,因欲筹全路 ,藉以稍集商股” 。从 19世纪八 、九十年代

开始 ,近代企业中的官商矛盾便日益激化 。官权以“督办”的霸主身份在企业中横行无忌 ,假公济私 ,财

势两足 ,更加“有强权无公理” 。而众多商人的投资经营热情也受到极大的挫伤 ,以至于在 1895年 ,江南

铁路招股时 ,通告发出许久 , “沪商尚无入股 ,电询粤商 ,亦无应者 , ……(因)招商 、电报局皆官权重而商

利轻 ,即其前车 ,故各怀观望”
[ 22]

(第 18 , 23 页)。“官督商办”这种曾被寄予希望的近代早期工业企业组织

形式 ,日益受到冷落和抨击 ,就连曾积极为之摇旗呐喊的郑观应也感叹道“轮船招商开平矿 ,创自商人尽

商股……办有成效倏变更 ,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 ,官督商办势如虎”[ 23](第 613 页)。官

商关系的尖锐对立 ,政府官员自己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黑龙江官员在筹办漠河金矿时 ,就意识到“官尊

商卑 ,上下隔阂 ,官视商为鱼肉 ,商视官如虎狼”
[ 24]

(通论)这种官商之间的深层矛盾 。

“官督”以及由此造成的官商矛盾恶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大量有发展前途的工业企业提前夭折。近代

早期即便是像汉冶萍公司和电报局这样盈利较好的洋务企业 ,也都是昙花一现。汉冶萍公司在多重压力

下 ,大部分设备闲置 ,到 1912年底 ,汉厂炼钢炉被迫全部停产 。至于电报局则以其丰厚的盈利成为北洋大

臣及以后的北洋政府眼中的一块肥肉 ,在 1908年改归官办后 ,终于彻底从商界消失。而轮船招商局最终

也“愈发陷入困境 ,每年债息高达数十万两 ,完全无力还付。船舶破旧 ,栈房失修 ,面临破产的边缘” 。

另一方面 ,官商关系恶化也直接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内商人转而向外国企业投资 ,即所谓“附股”现

象。如旗昌轮般公司 、上海自来水公司 ,有 50%以上是中国资本 ,而中国玻璃公司等所谓外资企业中中

国资本更高达 80%[ 25]
(第 288 页)。之所以如此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些国内商人认定与其让自己

的财产受到官方的注意而被勒索 ,不如置身于外国企业的保护下获取更多的“机会利益” 。

官商矛盾反映了代表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与维持封建统治利益的官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清一

代 ,生产增长市场繁荣 ,18世纪应该达到高峰。尽管这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比国力还显高强 ,但此后由于

中国在科技和制度创新上 ,尤其是包括企业治理在内的经济制度的创新上明显落后于西方 ,因而 ,包括

“官督”在内的政府行为在客观上不仅不能推动近代工业企业的发展 ,反而阻碍了其正常的运行 。也正

因为有官方的过度干预 ,官僚作风代替了科学管理 ,在企业治理中显得比企业精神和科学管理制度更能

发挥作用 ,从而不仅延误了中国近代企业步入早期工业化的时机 ,也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追求的“实

业报国”的理想和希望全都成了泡影 ,最终只留得个(近代工业企业)“在资金 、设备 、技术各方面 ,都根本

不算工业 ,不如任其倒闭”[ 26](第 117 页)的无奈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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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overnmental supervis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inf luences 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The late Qing dynasty' s control over business projects , human resources , and audit , acts as

a rapi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usiness.While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facili tating polic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nterprises , i t also deprives enterprises of i ts status of a leg al person , which results

in the ambiguity of ow nership of enterprises and further inf luences the eff icacy of management.It is also

the reason that China lost the opportunity of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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